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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司法解释性文件的身份困惑与出路 
 

姜登峰  唐燕莺 
  

 

摘 要：地方司法解释性文件尽管在我国地方的司法实践中普遍存在，但在实践中其身

份一直处于相对尴尬的境地。虽然地方司法解释性文件不具备国家立法层面认可的合法身

份，最高人民法院也三令五申地禁止地方法院进行司法解释，但地方司法解释性文件还是被

不断地制定出来，成为地方法院裁判的依据，这导致其受到多种非议和多重质疑。在国家法

律供给不足和地方治理需求旺盛的矛盾下，地方法院司法解释性文件仍然具有巨大的实践价

值，并扮演着非法意义上“法”的角色。从法律性质的角度上看，地方法院司法解释性文件

属于广义上的法律解释，具有“可以的法律渊源”之地位，应当成为地方法院法律适用中可

供参考的重要依据之一，具备应然“法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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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缘起：法律供给不足引发司法解释性文件的“内卷化” 

近年来，伴随着地方司法能动作用凸显，地方个案逐渐走向复杂化、特色化和个性化，地方

法院司法解释性文件的制定层出不穷，这也导致现有法律适用的紧张。客观上，中国作为人口众

多、幅员辽阔、多民族共存的大国，仅仅依靠中央的国家法律供给，在数量上就难以满足整个社

会的法律需求。尽管 2011 年吴邦国委员长在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四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

上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也仅就立法整体和框架而言，大量基本法律之外的

其他法律制定和修改还在不断进行中，而且针对性更强的具体社会问题的立法，针对不同地区、

民族的立法更是供给不足，难以满足地方的实际需求。因此，地方高院纷纷制定司法解释性文件

以满足本地区的法律需求，地方司法解释性文件出现了“内卷化”
〔1〕效应。 

然而，对于地方法院发布司法解释性文件的行为，2012 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

关于地方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不得制定司法解释性质文件的通知》（法发〔2012〕2 号，下称《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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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谷川：《高级人民法院“司法解释性文件”的功能分析》，载《河北法学》2016 年第 2 期，第 13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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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关于地方不得制定司法解释的通知》）指出，地方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不得制定“司法解释性

质文件”，并部署清理文件；2023 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下称《立法法》）以国家

法律的形式，也明确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以外的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不得作

出具体应用法律的解释”（第 119 条第 3 款）。虽然国家对地方法院发布“司法解释性质文件”的

行为持否定性态度，但是在我国这样一个区域差别性明显的多民族国家，很多传统问题根植于民

族的生活方式和心理结构之中，这就决定了在应对司法问题时不能脱离传统来思考。司法需求与

法律供给的紧张关系实际也未能阻止地方高院制定和适用司法解释性文件的行为。因为任何一种

现行的法律制度仅仅靠自身并不能获得足够的秩序正当性，还需要一种理念、规律、原理、公理

等形式的“法外之理”辅助其完成正当性的证成。
〔2〕当然，这种客观需求下所产生的地方司法解

释性文件也在司法适用中存在相应的问题，其中最直接、最关键的问题即为地方司法解释性文件

的合法性问题。鉴于国家法律和司法解释均严禁地方高院出台司法解释性文件，地方司法解释性

文件的适用不仅“名不正言不顺”，而且也有违法之嫌。如何满足地方司法实践对法律“供给”的

客观需求，同时又解决地方司法解释性文件本身的合法性问题，就成为法学理论必须面对和解决

的问题，这对进一步完善我国司法的“法治化”而言具有重要的意义。笔者紧密结合我国地方司

法解释性文件运行状况和现有争议，聚焦地方司法解释性文件的身份定位，将其视为与政策、习

惯、司法潜规则等相类似的“可以的法律渊源”，进而探索地方司法解释性文件运行的本土化方案。 

二、地方司法解释性文件的运行状况和实践必要性 

（一）地方司法解释性文件的制定现状：规范不一的乱象 

为准确把握地方高院司法解释性文件的法律性问题，笔者以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的地方

司法文件为例，总结其制定和运行状况。云南省作为我国少数民族最多的省份，将其作为分析样

本，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以“北大法宝”数据库“法律法规”专题中的“地方法规”为搜索目

标，在标题栏输入“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共有 71 份地方司法文件。由于本文探讨的是地方司

法解释性文件，对其分析需要在 71 份地方司法文件中再次进行区分。何谓“司法解释性文件”，

司法实务界在讨论包括司法解释性文件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在内的对象时，一般将它们称为“地方

法院的审判规范指导”
〔3〕“地方司法规范性文件”

〔4〕“司法审判中的软法”
〔5〕等。2007 年 3 月 9 日，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司法解释工作的规定》（法发〔2007〕12 号，已于 2021 年

被修改），将司法解释分为解释、规定、批复、决定四种形式。有学者将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司法

                                                        
〔2〕 李拥军、侯明明：《法外之理：法理学的中国向度》，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9 年第 4 期，第 51 − 52、54 页。 

〔3〕 董鸣：《我国地方人民法院审判规范指导发展机理研究》，载《法律适用》2012 年第 1 期，第 51 页。 

〔4〕 吴竞爽：《对地方司法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的探讨》，载《上海人大》2015 年第 7 期，第 51 页。 

〔5〕 徐维、许辉、卢安林：《司法审判中的软法——以 3 108 份地方司法文件为样本》，载《法治论坛》2018 年第 3 期，第 27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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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划分为司法解释性质文件和司法行政性质文件。
〔6〕笔者认为，地方法院司法解释性文件与此

也有诸多相似之处。一方面，地方法院司法解释性文件应当是包含司法解释中的“解释”“批复”

“规定”。由于地方高院无权作出修改或者废止司法解释的“决定”，因此“决定”这一文件形式在

地方层面审判实践中并不存在。另一方面，地方高院发布的与司法业务相关的“会议纪要”“通知”

“公告”等文件也应被认定为司法解释性文件。 

但是，对于地方司法解释性文件的划分不应从司法文件的命名上作出区分，而是应分析司法

解释性文件的具体内容。从法理上看，狭义上的司法解释对象应当是法律适用中规范本身的理解

和诠释，而不是法律规范之外的其他内容。
〔7〕对于与具体应用法律问题无关的文件，如关于法院

人事信息、组织活动、传达学习等与司法业务无关的内部行政文件不应属于“地方高院司法解释

性质文件”范畴。因此，剔除与司法业务无关的 6 份司法文件，笔者共统计出 65 份司法解释性文

件，并总结出以下特点。 

其一，从制定时间和数量上看，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制定的地方司法解释呈持续发布状态（见

图 1）。尽管 2012 年《两高关于地方不得制定司法解释的通知》明令禁止地方人民法院制定司法

解释性文件，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仍不间断地制定相应文件。同时，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司法

解释性文件的出台与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的发布呈现对应关系。例如，根据 2013 年 4 月 23

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敲诈勒索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

释〔2013〕10 号）的规定，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等于 2013 年 8 月 20 日对应出台《云南省高级人

民法院、云南省人民检察院、云南省公安厅、云南省司法厅关于我省办理敲诈勒索刑事案件执行

具体数额标准的通知》（云高法〔2013〕160 号）。又如，根据 2013 年 4 月 4 日《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盗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3〕8 号）的规定，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等在 2013 年 7 月 23 日发布《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云南省人民检察院、 

 
图 1  云南省地方司法文件发布时间和发布数量 

                                                        
〔6〕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规范性文件包括司法解释和司法文件，司法解释包括解释、规定、批复和决定；司法文件包括与司法业

务相关的司法解释性质文件（如意见、通知、会议纪要、其他形式等）和与司法业务无关的司法行政性质文件（如任免决定、规划等）。

参见彭中礼：《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性质文件的法律地位探究》，载《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8 年第 3 期，第 16 页。 

〔7〕 冯叔君：《地方两院刑事司法解释性质文件的运行困境与出路》，载《社会科学家》2020 年第 10 期，第 13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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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公安厅、云南省司法厅关于我省办理盗窃刑事案件执行具体数额标准的通知》（云高

法〔2013〕144 号）。可以看出，除了实现本地具有特色的司法治理目标外，云南省高级人民法

院出台司法解释性文件的行为大部分是在细化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的规定或者其他法律法

规的规定。 

其二，从制定主体上看，云南省地方司法解释性文件的发布主体呈现多元化的特征，以高级

人民法院为单一主体的司法解释性文件较少（见表 1）。同时，在牵头发布主体中，还存在 5 个地

方司法解释性文件以其他行政机关为牵头发布主体，如《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云南省

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加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与诉讼衔接机制建设的实施意见》（云人社发〔2018〕17

号）、《云南省农业农村厅、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云南省人民检察院等关于印发〈云南省 2022

年农资打假和监管工作要点〉的通知》（云农质〔2022〕1 号）等。这些司法解释性文件虽然也有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参与，但其牵头主体均是其他单位。如果说司法解释性文件具有法律性，

那这种性质必然来源于司法解释权，然而司法解释权的主体只能是司法机关。制定主体的多样性，

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地方司法解释性文件的规范性，也否定了其法律性质。 

 表 1  云南省不同主体的地方司法文件发布数量 

发布主体 发布数量 

单一主体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31 

联合主体 

高级人民法院与司法机关、司法行政机关或者执法机关 
联合发布（人民检察院、公安厅、司法厅） 

25 

高级人民法院与其他机关联合发布 9 

 
其三，从制定文件的名称上看，以“通知”命名的文件约占 50%，以“意见”命名的文件约

占 18%（见表 2）。从文件命名形式上看，基本符合地方司法文件的命名逻辑，使用通知、意见、

会议纪要等较为常见的命名方式。法律的规范性首先体现在文件命名上，如果地方司法解释性文

件存在多种命名，其规范性就易受质疑。 

 表 2  云南省不同类型的地方司法文件发布数量 

发布名称 发布数量 

通知 32 

意见 12 

规定 6 

通告 6 

典型案例 4 

公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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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发布名称 发布数量 

指引 1 

细则 1 

会议纪要 1 

规范 1 

 
其四，从制定内容上看，云南省地方司法解释性文件涉及内容较为广泛，涉及网络犯罪、毒

品犯罪等刑事案件的法律解释，人身赔偿纠纷、保险合同纠纷等民事案件的法律解释，区域打击

犯罪行动指南、实施细则等指引。在这些文件中，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也强调不能引用地方司法

文件作为裁判依据。以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印发的《关于统一全省保险合同纠纷案件裁判标准的

会议纪要》为例，其强调，“地方人民法院不得制定在本辖区普遍适用的、涉及具体应用法律问题

的‘指导意见’、‘规定’等司法解释性质文件，制定的其他规范性文件不得在法律文书中援引”。

但是，该文件中的诸多内容均是对审判要求的具体指示，如“关于保险人的明确说明义务及投保

人的如实告知义务问题”，该会议纪要列明“五个判断标准”指导法律适用。尽管会议纪要提出不

能援引地方司法解释性文件至法律文书中，却强调各级法院应当按照会议纪要要求统一裁判标准，

这种规定的矛盾性只会导致司法适用的不统一。 

总的来看，云南省地方司法解释性文件的制定呈现出持续状态。从具体到一般，可以窥见的

是，尽管最高人民法院一直强调禁止制定地方司法解释性文件，但在复杂的法律适用背景下，地

方法院制定司法解释性文件的现象仍然较为普遍。如《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办公室关于印发〈广

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死刑、非抗诉案件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的通知》（粤高法

办发〔2013〕2 号）、《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关于适用合并破产相关规定审理关联企业

破产案件的实施意见（试行）〉的通知》（资中法〔2021〕103 号）、《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适

用人身损害赔偿标准有关问题的通知》（苏高法电〔2022〕337 号）等司法解释性文件，都是地方

法院在最高人民法院禁令下发后颁布的。不仅如此，2013 年《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审判执行工作

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试行）》（京高法发〔2013〕317 号）第 4 条更是直接规定：“高级法院发布

的规范性文件，各级法院应当在审判执行工作中参照执行。”其中规定的“规范性文件”明确是指

高级法院“以高级法院名义或以各部门名义公布，对审判、执行工作中某一类案件、某一类事项

做出的指导性意见”（第 2 条）。有的学者更是不完全统计了各省、市、自治区的 3 108 份地方司

法文件，以探究地方司法文件制定背后的逻辑。
〔8〕这侧面反映了地方司法解释性文件的产生不仅

具有普遍性，更具有大量的实践需求。 

                                                        
〔8〕 徐维、许辉、卢安林：《司法审判中的软法——以 3 108 份地方司法文件为样本》，载《法治论坛》2018 年第 3 期，第 27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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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方司法解释性文件的实践价值：司法能动的必要性 

虽然地方法院审判规范指导在审判解释的架构中具有边缘性特征，但是已逐步从内部司法文

件形式向公开的司法文件形式演化。
〔9〕这种现象和趋势或许揭示了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司法解释

性文件大量存在的某些重要原因。从地方司法解释性文件的制定需求来看，不管是为了细化司法

解释或者法律法规中的规定，还是为了地方治理的实践需要，地方司法解释性文件的出现都具有

一定的客观必要性。 

首先，地方司法解释性文件弥补国家法律的供给不足。尽管我国实行的是一元多层次的立法体

制，赋予地方立法机关具有相应的立法权和民族自治地方变更执行国家法律与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

条例的权力，但是地方立法权并未充分发挥出来，甚至民族自治地方的立法权在实践中也会受到限

制。特别是在社会不断发展的大背景下，新的社会关系调整也随之发生，国家法律的供给面临着匮

乏的局面，地方法院司法解释性文件正是“针对正规法律供应不足所做出的一个制度回应”。
〔10〕 

其次，地方司法解释性文件满足地区社会治理的实际需要。作为拥有五十六个民族的多民族

国家，我国突出的民族性导致了社会治理的个性化、多样化，某些法律法规的规定与传统的风俗

不相一致，也需要司法作出相应协调。法作为一种解决实践纠纷的理性，体现的是人类致力于定

纷止争的实践经验，法律规则和法律活动实际上是围绕实践性进行价值判断和行为选择的结

果。
〔11〕实践中，地方法院不可能超脱于区域性的地方社会治理，地方法院只能优先服务于本地区

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
〔12〕，各地法院只能因地制宜地主动变通司法解释文件。对于云南省这类

具有民族特色的省份而言，其法律实施也具有相应的特色性。例如，2021 年《云南省高级人民法

院发布六起生物多样性保护特色典型案例》为当地生物保护案件提供指导。在中国的法律体系中，

民族自治地方对全国性法律规范的变通和补充适用独具特色。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 30

次会议上就宪法草案所作的重要讲话中亦明确指出：少数民族有共同性，也有特殊性。共同的就

适用共同的条文，特殊的就适用特殊的条文，少数民族地区可以按照当地民族的特点，制定自治

条例和单行条例。
〔13〕尽管地方司法解释性文件不是自治条例或者单行条例，但是民族自治地方的

法律实施和适用应当具有针对性、变通性和相应的特殊性。 

再次，地方司法解释性文件是司法能动性的生动体现。由于法律本身存在模糊性，为了维护

法律的统一性，司法需要作出能动性的制度回应。地方法院统一区域司法标准，制定地方司法解

释性文件，是其在司法改革中能动性的一种体现，也是服务区域发展、参与区域社会治理的一种

                                                        
〔9〕 董鸣：《我国地方人民法院审判规范指导发展机理研究》，载《法律适用》2012 年第 1 期，第 51 页。 

〔10〕 周永坤：《我国现行法律解释与法治观念的冲突》，载《现代法学》2006 年第 4 期，第 3 − 9 页。 

〔11〕 张文显：《书本的法理学与实践的法理学》，载谢进杰主编：《中山大学法律评论》第 8 卷第 2 辑，法律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93 − 104 页。 

〔12〕 徐子良：《地方法院在司法改革中的能动性思考——兼论区域司法环境软实力之提升》，载《法学》2010 年第 4 期，第 153 页。 

〔13〕 许崇德：《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上），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4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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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径。
〔14〕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制度的价值在于由纸上的条文变成现实中的活法。

〔15〕尽管我国各

领域的立法都已经确立基本法律制度和规范，由于法律原则本身所具有的模糊性和概括性，立法

仍存在较多的“模糊地带”；由于法律本身的局限性，也会有法律不能规制的“缺位空间”。即使

法规、规章、司法解释进一步细化，也存在相当多的“漏洞”，因此就需要赋予法院在审判过程中

一定程度的自由裁量权。此时，地方司法解释性文件的法律解释功能就得以显现。如果法律出现

漏洞或者法律解释出现诸多模糊，而相应司法解释又来不及出台，可以通过地方司法文件为事实

与规范的衔接提供政策引导，进而指引法律适用。
〔16〕这就会使得最高人民法院的一般规定得以细

化，成为具有可操作性的具体规定。 

最后，地方司法解释性文件指导各地方差异化的司法实践。由于全国各地经济文化发展水平

不同，以及各地区法官的素质也有所差异，地方高院出台相应的司法解释性文件有利于法官更好

地论证和适用法律。基层法院的司法审判并非简单地套用公式，也并非仅仅是将事实认定与法律

适用单向度地结合，而是需要法官结合法律、习俗与道德等各种背景性知识，追求司法判决的合

法性与可接受性的二者统一。
〔17〕由于法律本身的模糊性，需要法官借助多种解释工具进行法律论

证。法官素质水平不同，对法律的理解水平也有所不同，如果法官具有较强的说理论证能力，其

便能很好地融合现有法律法规进行法律适用；如果法官无法很好地解释论证，就需要借助具体的

规范指导，否则，在自由裁量权下就容易出现法律适用的不统一。 

实践中，制定过于详细的地方司法解释性文件可能导致法官产生“司法惰性”，压抑法官的自

由裁量权。笔者认为，法律条文、法律规则作为法官适用法律的依据，通过假定、行为模式和法

律后果的要素提供范式指导，如果法律条文都是大量抽象化、原则化的法律原则，只会影响法律

适用的统一性和准确性。特别是在地方司法资源短缺的部分地区，在法官素质参差不齐的现实下，

没有具体化的三要素提供指导，适用法律的困境也必然随之发生。因此，不管是地区治理的需要，

还是司法运行的规范性要求，地方司法解释性文件都在客观实践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否定、

摒弃地方司法解释性文件的行为和做法是不可取的。 

三、围绕地方司法解释性文件的争议 

地方司法解释性文件在适用的过程中遭遇各种非议，集中表现为对地方司法解释性文件“法

律性”的诟病，以及导致相似案件出现适用或不适用地方司法解释性文件的差异情形。笔者以云

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的司法解释性文件为例，结合相关法律法规、制定情况和实施现状，从具

体到抽象地来探讨地方司法解释性文件合法化争议问题。 

                                                        
〔14〕 徐子良：《地方法院在司法改革中的能动性思考——兼论区域司法环境软实力之提升》，载《法学》2010 年第 4 期，第 155 页。 

〔15〕 喻春：《完善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制度的思考》，载《公民导刊》2015 年第 2 期，第 34 页。 

〔16〕 姚毅奇：《地方司法文件之实践理性分析：以刑事司法文件为例》，载《犯罪研究》2015 年第 2 期，第 22 页。 

〔17〕 张榕：《对地方法院司法创新之初步反思——以“能动司法”为叙事背景》，载《法学评论》2014 年第 4 期，第 17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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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方司法解释性文件本身的解释性受争议 

其一，《立法法》没有明确赋予法院具有“解释权”或者“解释职权”。《立法法》第 48 条规

定：“法律解释权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律有以下情况之一的，由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解释：（一）法律的规定需要进一步明确具体含义的；（二）法律制定后出现新的情

况，需要明确适用法律依据的。”《立法法》对全国人大常委会明确使用了“法律解释权”，但对法

院则没有使用“权”或“职权”等字眼。根据《立法法》第 119 条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仅能针

对具体的法律条文，作出属于审判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解释。 

其二，法院能够作出具体应用法律的解释，具有违宪之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下称《宪

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只是赋予法院审判权，即便承认《立法法》第 119

条授予法院法律解释权，该“法律解释权”也可能超出“审判权”之范畴，致使《立法法》第 119

条有违宪之嫌，因为该规定超出《宪法》授予法院权力之范畴。 

其三，最高人民法院授予地方高院作出实施细则等司法解释性文件的“解释权”来源于“二

次授权”，但也缺乏法律依据，不具有法律性。从《立法法》相关规定来看，我国法律并不支持二

次授权立法行为，《立法法》第 15 条第 2 款规定“被授权机关不得将被授予的权力转授给其他机

关”。而地方高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二次授权”作出的地方司法解释性文件由于缺乏法律依据，

必然导致地方法院的司法解释不具有法律性。 

（二）地方司法解释性文件的“立法化”倾向受争议 

法院运用解释权制定司法解释性文件，具有“准立法化”的倾向。这就意味着司法机关在行

使这种由审判权派生的“适用、解释法律的权力”时，演化成了“制定法律的立法权”。有的学者

认为，法院对法律文本进行阐释、说明，甚至对法律未曾明确的事实范畴和行为规则进行创立时，

其行为已经超越了司法权本身，具备了立法活动的实质内容和立法活动的外观结构，最终演变为

一种实实在在的立法行为或“准立法”行为。
〔18〕实践中，各地均出台大量的地方司法解释性文件。

有的司法解释性文件确实是在既定的法律框架下，对现有法律法规适用的解释；而有的司法解释

性文件却超出现有法律法规的授权，在内容上出现扩大化或者限缩化的倾向，这就造成了另一种

程度的“立法化”倾向。 

（三）地方司法解释性文件的发布“主体”受争议 

即使法院具有“解释权”，也只能认为该权力只是及于法院本身，而不能扩张至其他主体。从

云南省地方司法解释性文件的发布主体来看，联合主体占了一半以上；同时，有些司法解释性文

件的发布牵头主体并非司法机关，而是行政机关，其使用的发文文号也属于行政机关文号。一方

面，从我国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权来源来看，全国人大常委会赋予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权，

并未授予其他行政机关相应的司法解释权，以其他机关为牵头主体发布的司法解释性文件更是难

                                                        
〔18〕 袁明圣：《司法解释“立法化”现象探微》，载《法商研究》2003 年第 2 期，第 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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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受到质疑。另一方面，由于其他行政机关缺乏法律专业性，无法客观、全面、深入地了解法律

运行的逻辑。案件审理影响着每一个当事人的权利和利益，因此需要更加严谨慎重地加以对待。

在实践中，由于法律的运行需要多个部门的配合与协作，笔者并不认为行政机关不能参与司法解

释性文件的发布，但是对于重要的司法解释性文件发布的牵头主体，由具有法律专业性的司法机

关担任更为合适。 

（四）关于地方司法解释性文件内容的争议 

尽管大部分的地方司法解释性文件都是为了回应现实的司法需求作出的，但有些文件内容也

存在扩大性解释或者限缩性解释的情形。如果地方高院对于犯罪数额、犯罪情形、犯罪对象等犯

罪构成要件采取扩大化的处理方式，很可能导致裁判文书适用依据的非法性，严重影响司法的公

正性，甚至造成错案。从理论上来讲，地方司法解释性文件因缺少法律依据而无法律效力，不因

其内容而产生任何效力上的变化，之所以司法实践将其援引至法律文书中甚至作为司法依据，一

般是基于制定机关“事实性权威”而产生的“事实上的效力”。
〔19〕这种“事实上的效力”主要来

源于制定机关在地方司法系统中事实性的权威地位，如对下级机关的考核、领导等体制上的权威。

正因如此，制定机关为了地区内法律适用的统一，可能会出台一些违反国家现有法律规范、脱离

现有法律框架的地方司法解释性文件。 

四、地方法院司法解释性文件身份之定位 

适用地方司法解释性文件最不容忽视的问题即其法律性问题，法律性问题不加以解决，其适

用始终存在严重的障碍。对于地方司法解释性文件的身份，以及其是否可以适用，首先要从法学

理论的角度对其身份性质进行分析，然后再根据分析结论探寻其合法化之路径。 
（一）地方司法解释性文件“应当”属于广义的法律解释 

法律需要解释的原因主要是法律的抽象性、概括性以及其与现实生活的矛盾。而这些原因分

析起来都属于法律适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只有在法律适用中才会产生解释的需要。
〔20〕法律适用

是案件裁判必不可少的阶段，当遇到抽象性或者概括性的法律时，如果没有合适的解释性法律文

本可供参考，法官在行使自由裁量权时，就容易作出结论不同的判决，进而损害法律适用的权威

性。地方司法解释性文件的产生，实则是法院适用法律出现障碍的产物。法院通过制定地方司

法解释性文件的方式，对抽象性或者概括性的法律作具体化解释，在理论上应当属于广义的法律

解释。 

其一，地方司法解释性文件内容符合法律解释的内容构成和基本目标。任何法律解释毋庸置

                                                        
〔19〕 聂友伦：《司法解释性质文件的法源地位、规范效果与法治调控》，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20 年第 3 期，第 216 页。 

〔20〕 魏胜强：《谁来解释法律——关于我国法律解释权配置的思考》，载《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06 年第 3 期，第

38 − 4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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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均是针对法律展开的，或是为了现有模糊法律“澄清法律疑义，使法律含义明确化”
〔21〕，或是

为法律制定后出现的新情况明确法律适用依据
〔22〕。地方司法解释性文件也是如此，地方高院制定

司法解释性文件是为了明确法律法规或者司法解释规定的具体含义。一方面，由于法律法规本身

的抽象性，需要地方司法解释性文件进行明确性解释。另一方面，由于司法解释在某些方面不能

完全实现解释的效果，需要地方司法解释性文件进行“二次解释”。从客观上看，司法解释一般不

会和具体的案情结合起来，而是对现有实践的总结或是对法律的进一步说明。从主观上看，由于

既定的司法解释“并不以特定的个案事实或问题为指向，就使得解释者很容易以法律创制者的眼

光看问题”。
〔23〕但是，这些解释在具体个案中将会再次被解释，出现所谓的“解释的解释”。

〔24〕

地方司法解释性文件充当“解释的解释”的功能，为法官在具体的案件审理中提供相应的指导。 

其二，地方高院可以成为法律解释的主体。从理论上看，法律解释的主体应当以司法裁判者

为中心，虽然地方各级法院并不享有司法解释权，但是依法享有法律解释的权利，也应当成为法

律解释的主体。事实上，一旦涉及法律的适用，地方司法解释性文件就不可避免地带有法律解释

功能，只是有别于司法解释。在某种程度上，高级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分别就司法解释问题

的做法，在本质上是一种司法需求的“交易”行为。
〔25〕因为最高人民法院作为“请示—解释—适

用”中“解释”环节的关键主体，需要对下级法院具体个案的法律适用问题进行解释和指示，进

而完成法治治理环节的统一。
〔26〕但是，当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发生后，若下级法院仍无法适用，

进行二次请示可能会影响司法效率，也会影响最高人民法院的权威性，因此地方高院需要作为法

律解释的主体，在行使司法权的过程中根据现实需要，作出是否“进一步解释”的判断，进行再

解释或进一步明确最高人民法院解释的具体含义，以便地方各级法院统一适用。 
（二）在“可以的法律渊源”分类下确立地方司法解释性文件的法律性 

笔者认为，地方司法解释性文件应当是与政策、习惯、司法潜规则等相类似的“可以的法律

渊源”。从法律位阶上看，地方司法解释性文件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法律”，如果简单地将其冠

上“法律性”的帽子，会在理论上破坏法律的统一性和权威性，也会导致地方司法解释性文件陷

入更为尴尬的境地。然而，绝对不能适用地方司法解释性文件的观点也是不可取的。该种观点以

“地方法院司法解释性文件作为非正式渊源，不能被法官适用”为前提，实则忽视了非正式渊源也

能在司法判决中适用的法理学原理。一般认为，正式渊源才是司法推理的出发点，是法官发现裁

                                                        
〔21〕 杨仁寿：《法学方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29 页。 

〔22〕 侯明明：《中国社会的司法回应论纲——“诉求—回应”互动模式的视角》，载《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 年

第 2 期，第 155 页。 

〔23〕 张志铭：《法律解释概念探微》，载《法学研究》1998 年第 5 期，第 25 页。 

〔24〕 魏胜强：《司法解释的错位与回归——以法律解释权的配置为切入点》，载《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0 年第 3 期，

第 56 − 65 页。 

〔25〕 谷川：《高级人民法院“司法解释性文件”的功能分析》，载《河北法学》2016 年第 2 期，第 145 页。 

〔26〕 夏正林、李新天：《高级人民法院发布抽象规范性文件问题研究》，载《政治与法律》2019 年第 11 期，第 9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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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规范的场所。
〔27〕而所谓非正式法律渊源的说法，更像是一种语言习惯的无益扩充。

〔28〕但是，我

国相关法律规范却规定习惯等非正式法律渊源可以作为裁判适用依据。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法典》第 10 条规定，“处理民事纠纷，应当依照法律；法律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习惯，但是不

得违背公序良俗”。在北京奇虎科技有限公司、奇智软件（北京）有限公司与腾讯科技（深圳）有

限公司、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不正当竞争纠纷案
〔29〕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行业性

规范常常反映和体现了行业内的公认商业道德和行为标准，可以成为人民法院发现和认定行业惯

常行为标准和公认商业道德的重要渊源之一”。如果习惯可以作为法官审判的依据，地方司法解释

性文件亦是如此。所以，如果仅以正式法律渊源和非正式法律渊源的划分方式作为判断地方法院

司法解释性文件无法适用的做法，显然是片面的、不可取的，只会导致大量的地方司法解释性文

件被“束之高阁”。 

为了解决这一实践中的困境，我们可以借鉴瑞典学者佩策尼克提出的法律渊源“三分法”的

分类模式，对法律渊源进行更为准确的定位。法律渊源“三分法”的分类根据是将法律渊源对法

律决定或法律判断的支持程度或重要性程度分为高、中、低等三个位阶，将法律渊源区分为必须

的法律渊源（must-sources）、应当的法律渊源（should-sources）和可以的法律渊源（may-sources）。〔30〕

必须的法律渊源，指具有强制性、是法官必须援引的规范，在我国主要包括宪法、法律、行政法

规、地方性法规等；应当的法律渊源，指具有指引性、效力低于必须的法律渊源，但是法官应当

援引的规范，主要包括司法解释、部门规章等；可以的法律渊源，指具有允许性，人们可以这样

做，在必须的法律渊源和应当的法律渊源没有规定的情况下，法官可以援引的渊源，主要包括立

法资料、行业规定、习惯等。在法律文本的适用优先性上，必须的法律渊源优先于应当的法律渊

源，应当的法律渊源优先于可以的法律渊源。但是，在法官的逻辑思维适用优先性上，“效力位阶

越低的越先适用”，且“适用顺位最先”。
〔31〕因为地方司法解释性文件是法律法规或者司法解释的

具体化表现，能够直接对应至具体案件中，因而往往被法官最先适用。当然，这种适用只能以类

似“司法潜规则”的方式体现在思维逻辑过程中，而无法在文本中得到显现。
〔32〕 

在裁判文书上，对于地方司法解释性文件的适用，法官一般有两种解决方法。第一种是作为

司法规则进行论证考量，只体现在逻辑思维上，不呈现在裁判文本中。第二种是将地方司法解释

性文件作为“可以的法律渊源”，与其他法律依据一起直接适用。具体来看：如果有 1 个应当的法

律渊源和 2 个可以的法律渊源支持 A 法律决定，有 2 个必须的法律渊源支持 B 法律决定，可以认

为 B 法律决定的证成理由更充分；但是，如果有 3 个应当的法律渊源和 2 个可以的法律渊源支持

                                                        
〔27〕 陈金钊主编：《法律方法教程》，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56 页。 

〔28〕 马驰：《法律认识论视野中的法律渊源概念》，载《环球法学评论》2016 年第 4 期，第 123 页。 

〔29〕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3）民三终字第 5 号。 

〔30〕［瑞典］亚力山大·佩策尼克：《论法律与理性》，陈曦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298 − 299 页。 

〔31〕 潘申明：《司法潜规则研究——以会议纪要为例》，载《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 年第 5 期，第 13 页。 

〔32〕 徐维、许辉、卢安林：《司法审判中的软法——以 3 108 份地方司法文件为样本》，载《法治论坛》2018 年第 3 期，第 28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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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结果，有 1 个必须的法律渊源支持 B 结果，可以认为 A 法律决定的证成理由更充分。第一种方

法或使得裁判文书的说理性得以增强，或使得裁判文书含糊其词、模棱两可，在具体裁判中一般

备受诟病，当地方司法解释性文件作为司法潜规则使用时，不仅其“法律性”受质疑，司法裁判

的说理性也会受影响。因此，在地方司法解释性文件的具体适用方式上，一般是将其作为“可以

的法律渊源”，根据法律渊源的重要程度以及支持该证成的法律渊源的数量来作出判断，并与其他

法律依据一起适用，同时，也要注意以下两个问题。 

其一，实践中法官应当通过对法律规则适当性的衡量，综合法律渊源的重要程度以及相关渊

源的数量，选择裁判依据，只有在必要情况下才能适用“可以的法律渊源”的地方司法解释性文

件。例如，在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迪庆中心支公司等与张某某等保险合同纠纷上诉

案
〔33〕和永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迪庆中心支公司与孙某保险合同纠纷上诉案

〔34〕中，云南省迪

庆藏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除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 17 条第 2 款的规定，还根据地

方司法解释性文件《关于统一全省保险合同纠纷案件裁判标准的会议纪要》中“保险人是否履行

其明确说明义务”的五个判断标准，作为论证保险人是否履行其明确说明义务的裁判依据。其中，

《关于统一全省保险合同纠纷案件裁判标准的会议纪要》第 1 条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

17 条规定的“明确说明”的具体化解释。虽然《关于统一全省保险合同纠纷案件裁判标准的会议

纪要》是地方司法解释性文件，属于“可以的法律渊源”的范畴，在没有其他具体规范性文件证

成的“必要情况下”，除了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的相关规定，还适用该会议纪要更有利

于加强论证说理。因此，在必要情况下，地方司法文件虽然缺乏正统法源地位，无法以大前提的

形式在裁判文书中显现，却可以作为大前提和小前提的联结纽带，强化裁判文书的说理逻辑。
〔35〕 

其二，在没有“必须的法律渊源”或者“应当的法律渊源”作为支撑的情况下，法官不能直

接将“可以的法律渊源”作为裁判依据。例如，在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云南省分公司

国际部与张某花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
〔36〕中，针对“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云南省分公司国际部是否应当赔偿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的问题，一审法院直接根据《关于统

一全省保险合同纠纷案件裁判标准的会议纪要》作出说理论证，判定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云南省分公司国际部对其免责条款没有履行明确告知义务，认为其应当赔偿第三者责任

商业保险。二审法院认为，“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部分不当”，并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

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法释〔2013〕14 号，已被修改）作为新的裁判依据。

本案中，一审法院未适用其他法律法规，直接将地方司法解释性文件作为裁判依据，一定程度上

违反了法律适用位阶。虽然“可以的法律渊源”能够作为法官论证的参考，但并非表明法官可以

                                                        
〔33〕 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迪民终字第 15 号。 

〔34〕 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迪民终字第 6 号。 

〔35〕 徐维、许辉、卢安林：《司法审判中的软法——以 3 108 份地方司法文件为样本》，载《法治论坛》2018 年第 3 期，第 286 页。 

〔36〕 云南省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3）禄民初字第 1013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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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将其作为论证的依据，而是要通过逻辑说理论证，赋予其直接援引的地位。 

因此，地方司法解释性文件的适用并非无据可依，不管是在司法实践的适用中，还是在法律

理论的说理中，地方司法解释性文件都有存在的踪影。但是，即使地方法院发布的司法解释性文

件对法官产生事实约束力，法官也要在现行法律中找到可以佐证其裁判结果的法律依据，结合法

律位阶和法律渊源的论证方法，运用法律逻辑思维将现行法律与案件事实有效结合，将地方司法

解释性文件作为裁判依据。
〔37〕 

五、地方法院司法解释性文件困境之化解 

地方法院司法解释性文件属于“广义”的法律解释，具有应然的“法律性”，法官可以将其作

为“可以的法律渊源”，以此加强裁判文书的论证说理。一方面，如果地方法院司法解释性文件通

过一定程序转化为具有合法地位的法律法规，则其“法律性”就会确认无疑。另一方面，如果地

方法院司法解释性文件无法通过具有立法权的机关的认可或者批复，需要在性质和外观上作出明

确限定。从实然的角度上看，地方司法解释性文件还需要具备合法化实质和合法化外观，通过完

善规范性和程序性要求，才能成为真正可以适用的“合法之法”。 

（一）赋予地方司法解释性文件合法的法律地位 

地方司法解释性文件不被援引，最主要原因在于其不属于《立法法》所规定的“法律”，适用

援引需要进行充分、翔实的说理，在这种“负担”下，大部分法官都不会适用该地方司法解释性

文件。而实现适用地方司法解释性文件“一劳永逸”的效果，最根本的方法就是赋予其合法的法

律地位。 

其一，对于民族自治地方，通过行使“变通”权，将地方司法解释性文件转为自治条例或者

单行条例。我国地域辽阔，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同，民族自治地方在贯彻施行上位法的过程

中，由于上位法的普遍性无法适应当地的发展，民族自治地方产生了变通立法的需求。我国《宪

法》在第 115 条和第 116 条规定了民族自治地方的立法变通权，赋予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机关因地

制宜地实施立法的“变通”权。2014 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提出，要推动和帮助民族自治地方制定

或修订自治条例、单行条例以及依照本地实际，对相关法律法规作出变通规定。同时，这也说明，

基于《宪法》的授权，无论其他法律是否存在授权立法的法条，只要民族自治地方在法律的实际

运行过程中，由于地方民族习俗的不同、社会习惯或社会规则的不同，法律法规的运行需要作出

必要调整的，就可以行使“变通”权。变通立法要实现的功能是“修复性”的，其目的始终是双

重的：既维护国家法制的统一，也符合少数民族地区的特定情况。虽然《宪法》赋予民族自治地

方的“变通”权行使主体为自治机关，法院等司法机关似乎并无此类“变通”权，但是地方法院

制定的司法解释性文件通过一定程序提交地方人大或者政府审核，将其上升为自治法规后，该司

                                                        
〔37〕 荣振华：《地方法院发布“司法解释性质文件”的生存样态及可能走向》，载《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18 年第 4 期，第 10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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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解释性文件也就具有了“变通”后的法律效力。 

其二，对于司法解释的延伸、细化的内容，最高人民法院可以“二次授权”地方法院制定相

应地方司法解释性文件，使得地方司法解释性文件具备可以援引的合法地位。最高人民法院在自

行发布清理地方法院司法解释性文件的通知后，仍然采取默许高级人民法院以“授权性”文件的

方式，进行法律适用的解释工作，或者以“二次授权”的方式在相应司法文件中赋予地方法院具

有解释地方法律适用的权力。在现有的法律解释权框架下，只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具有明确的法律

解释权。最高人民法院“解释”的职权，并不具有法律解释权。在当前法律实施的大环境下，赋

予法院法律解释权，可操作性不强，甚至可能会破坏当前的法律体制。但是，即使不能明确最高

人民法院具有法律解释权，也应当明确最高人民法院具有“二次授权”的权力，地方法院具有根

据“二次授权”制定地方司法解释性文件的权力。此外，最高人民法院批准地方司法解释性文件

时，应当进行“实质审查”，而非“形式审查”。现有实践中司法解释对于地方司法文件发布的要

求是要提前获得最高人民法院的批准，除了批准外，实质审查需要对文件的具体内容、制定程序、

形式要求等问题详细审阅。 

其三，对于一般地区的地方司法解释性文件，将其视为“可以的法律渊源”，在政策、习惯、

司法潜规则的框架下适用至具体个案。因此，当地方司法解释性文件运用到个案时，应当将其限

定在“可以的法律渊源”的框架中。一方面，“具备必要性”是适用的前提，地方司法解释性文件

的适用需要衡量法律渊源的重要程度以及支持该证成的法律渊源的数量，只有在必要的时候，才

可以适用。另一方面，在没有“必须的法律渊源”或者“应当的法律渊源”作为支撑的情况下，

法官不能直接将“可以的法律渊源”作为裁判依据。 

（二）建构地方司法解释性文件法律性外观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江必新认为，在司法中寻求社会效果应当主要通过法律或在法律之内实

现；只有在特殊情况下，并在严格的规则和程序导向下，才可以“变通适用法律”。
〔38〕将地方司

法解释性文件转化成地方性法规，在很多地方往往行不通，或是缺乏一定的必要性，或是缺少相

应的转化惯例，导致很多地方实践中不敢突破现有规范框架。因此，在不突破地方司法解释性文

件性质的情况下，只有通过作出解释、限定、明确等，才能赋予其“法律性”。 

其一，地方司法解释性文件的制定主体应当严格遵守“司法性”和“地方性”特征。一方面，

地方司法解释性文件应当限定其制定主体为司法机关，即使包括行政机关，也应当保证地方高院

作为牵头发布机关。在实践中，部分地方司法解释性文件的制定主体包括行政机关、政府机关，

甚至有的地方司法解释性文件以行政机关为牵头发布机关。这种非司法机关为制定主体的实践方

式，可能对地方司法解释性文件的专业性、合理性造成严重破坏，甚至背离了地方司法解释性文

件的“司法性”，使其变成行政文件。另一方面，地方司法解释性文件的制定主体应当限定为省级

                                                        
〔38〕 江必新：《在法律之内寻求社会效果》，载《中国法学》2009 第 3 期，第 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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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司法机关。不管是从法检的层级来看，还是从司法人员的专业性来看，市级或者基层的司法机

关缺乏制定地方司法解释性文件的专业性、科学性和权威性。 

其二，地方司法解释性文件应当具备严格的形式外观。文件若要成为法律，必须以一定的形

式出现，确定性、明确性是法律形式的语义核心，规范的文本形式能够增加文本规范性。一些地

方司法解释性文件往往在形式上缺乏程序性，使用各种不规范的命名方式，严重影响地方司法解

释性文件的正式性。具体来看，个案应当以批复形式制定地方司法解释性文件；地域性案件以通

知或者意见形式制定地方司法解释性文件；普遍性案件可以由有关机关作出司法解释。 

（三）赋予地方司法解释性文件法律性实质 

从司法解释权行使的本质来看，只有在“有必要”的情况下，才能作出制定地方司法解释

性文件的决定。因此，地方司法解释性文件的制定应当谨慎行之，以严格的限定条件作为制定

的前提。 

其一，协调冲突内容。如果法律颁布机关和法律适用机关之间总是发生冲突，法律适用机关

就需要协调两者之间深层次的混乱，通过制定地方司法解释性文件等方式解决矛盾。
〔39〕因此，地

方司法解释性文件的内容应当主要针对具体的法律条文，着重解决法律条文在审判工作中如何具

体适用的问题，不必像立法那样追求体例完整、内容全面，不能突破原有立法目的和立法原则，

只能进行“必要的更改、删减或补充”等“非原则性的变动”。
〔40〕凡是法律有明确规定的，地方

司法解释性文件必须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进行，不得随意对法律规定作扩大或者限缩性解释；法

律只有原则性规定的，地方司法解释性文件必须符合立法的目的、法律确定的原则和立法原意；

法律已经修改的，司法解释应当及时作出调整。司法解释之间应当协调衔接，不得互相矛盾。 

其二，限定内容范围。地方司法解释性文件将明确具体的法律规范在司法中加以变通，虽然

可以实现个案的正义，但也容易导致多义的解释让人们无所适从，不利于形成良好的社会生活秩

序。因此，应当对地方司法解释性文件的内容画上“分界线”，使其符合法律性规范。一是地方司

法解释性文件的发布应当以民事案件为主；对于行政案件和刑事案件，应当保持适当的克制。由

于我国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差异明显，不同地区更需要适合本地区的有关民商事法律的司法解释

性质文件。
〔41〕这种情况特点突出体现在地区人均收入、地区生产总值的差异上。例如，人身侵权

案件的赔偿标准一般是依据地区的生产总值和人均日收入等，不同地区具有不同的赔偿标准。如

果地方法院没有因地制宜地制定具体的标准，不同地区“绝对地”适用同一个标准，并不能实现

公平正义的目标。而行政案件和刑事案件关系着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不宜通过解释性文件作出

变化或者修改。二是地方司法解释性文件内容应当以具体适用法律的解释为主。就目前的情况来

看，地方司法解释性文件除了对法律适用问题的解释外，还有对国家政策内容的执行，这就导致

                                                        
〔39〕［美］罗伯特·S．萨默斯：《美国实用工具主义法学》，柯华庆译，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121 页。 

〔40〕 张殿军：《民族自治地方法律变通的法理解析》，载《贵州民族研究》2010 年第 1 期，第 12 页。 

〔41〕 王晓英：《地方人民法院司法解释性质文件的法律地位探究》，载《法律方法》2019 年第 2 期，第 17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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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司法解释性文件包含着大量的指导性内容。但是，当大量政策指导性内容糅合在地方司法解

释性文件中时，地方司法解释性文件一定程度上就已经失去了规范性、具体性，最终与制定初衷

背道而驰。 

其三，限定适用范围。地方司法解释性文件的地域性特点决定了地方司法解释性文件的适用

应当以发布地域为限。一般而言，地方司法解释性文件只对下级机关具有约束力。但是，实践中

经常出现的情形是，有些新问题在本行政区域没有相关法律法规予以规制，在其他区域却有相关

的地方司法解释性文件，那么是否可以援引其主要内容或者主要论证方式作为自己主张的支撑。

从理论上看，地方司法解释性文件本身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法”，援引至论证依据中只会导致法律

适用错误，甚至出现冤假错案。从实践看，地方司法解释性文件扩张至其他地域，违反了其本身

的“地方性”特征。地方司法解释性文件的解释内容关涉本行政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社会治理

情况，不可能也不应当迁移至其他地域。 

六、结语 

法谚云：“法无解释，不得适用。”地方司法解释性文件产生于法律解释，回归于法律适用，

有其生长繁殖的“土壤”。法律规范适用其实就是法律规范被解释，地方司法解释性文件的实质在

于其是对法律法规或者司法解释的进一步说明，是法院审判过程中不容忽视的重要参考。不管是

从法律解释的角度，还是从法律渊源的角度，地方法院发挥能动性功能产生的司法解释性文件都

具备应然的“法律性”。社会治理的复杂化、经济发展的多样化、司法实践的纵深化等导致了国家

法律供给不足，在能动司法的框架下，地方法院制定司法解释性文件似乎成为一条“好的出路”。 

如同法国思想家罗曼·罗兰所说的那样：“当秩序成了混乱的时候，就不得不用混乱来维持秩

序，拯救法律了。”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民族多、地域广、历史久的大国，推进国家统一的法

治建设的难度之大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现实告诉我们，中央推进的自上而下、全国意义上的法

治建设，难以应付层出不穷、纷繁复杂的各种地方事务。将一些法治事务以制度化形式分配给地

方并充分发挥其自主、灵活的立法应付功能，实现立法主体的多元化，将明显改善我国法律产品

的供给质量，而且将大大降低国家治理的难度。”
〔42〕在经济不断发展的多元社会中，为了实现“让

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司法目标，为了实现社会治理的高质量发展，

我们必须谨慎、克制、适当对待地方司法解释性文件所面临的“法律性”问题，而地方法院因地

制宜地制定符合司法规律、切合法治精神的地方司法解释性文件，至少在目前看来还是一个相对

必要和有效的做法。 

                                                        
〔42〕 封丽霞：《大国立法的逻辑》，商务印书馆 2022 年版，第 334 页。 



经贸法律评论 2024 年第 2 期 

158 

 

Confusion and Resolution on the Identity of Local Judicial 
Interpretive Documents 

JIANG Dengfeng  TANG Yanying 
 

Abstract: Although local judicial interpretive documents are common in local judicial 

practice in our country, their status has been in a relatively awkward situation in practice. Although 

local judicial interpretive documents do not have the legal status recognized at the national 

legislative level, and the Supreme people’s Court has repeatedly prohibited the local court from 

making judicial interpretion, local judicial interpretive documents are still constantly formulated 

and become the basis of the local court’s judgment, which leads to a variety of controversies and 

multiple questions in the formulation. Under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insufficient supply of 

national laws and the strong demand of local governance, local judicial interpretive documents still 

have great practical value and play the role of “law” in the illegal sens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egal nature, the judicial interpretive documents of local courts belong to the broad sense of legal 

interpretation, and have the status of “possible legal sources”, which should be one of the important 

references for the application of law by local courts, and have the deserved “leg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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